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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

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国政府根据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心任务而做出的重要

指示。在此背景下，培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优

势、推动效率变革，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加快迈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近年

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快速发展极

大提升了生产和生活的数字化、便利化水平，有效支

撑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的稳步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陈晓红等，2022；江小涓、靳景，2022)。数字化

转型使经济活动在提升信息传输和知识扩散速度、

降低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精确配置

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戈德法

布、塔克尔，2019；田秀娟、李睿，2022)。然而，任何

企业都需要在既定的空间组织下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等部门的渗透、

应用和推广，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生产方式、治理

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还会对企业的空间组织形态

和空间作用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数字化转

型不仅使企业间联系更为密切，获取外部资源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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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更为便捷，对资源的空间配置更为精准，而且进一

步增强了企业通过空间集聚和面对面互动来获取隐

性知识的趋势，从而能够对企业间的集聚效应和规

模经济效应发挥乘数倍增作用(罗森塔尔、斯特兰

奇，20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

组等，2022)；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还能够使企业对

既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等要

素进行有效整合，并通过信息追踪和数字验证功能

增进其与周边个体间的信誉和联系(戈德法布、塔克

尔，2019)，进而在企业间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关系

网络。这一关系网络根植于特定地域组织内的本地

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能够有效保障市场机制的有

序运行及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从而与集聚效应产

生协同效率(卡佩罗，2016)。可见，在数字经济作用

下，集聚的空间组织形态更具有关系网络特性，形成

了兼具市场与社会属性的集聚网络。

集聚网络是既定空间范围内企业之间以及不同

行为者之间在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具有集

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空间组织形式。其中，集聚

效应体现了集聚网络的市场属性，而网络外部性则

反映了集聚网络的社会属性。在市场属性方面，企

业为获得更高生产率优势而在空间中集聚，空间邻

近性使企业间建立起密切的市场关联关系，促进了

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和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企

业间的有效转移(卡塔利尼，2018)；在社会属性方面，

企业间的不断相互作用，也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忠

诚关系，由此形成根植于这一空间集聚组织的社会

关系网络，关系邻近性或网络外部性使处于关系网

络优越位置的企业在机会识别、外部数据获取及资

源整合和利用方面更具优势(彭正银等，2019)，因而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间知识的传播、学习和外溢效应

(巴科洛德等，2023)。此外，集聚组织中由社会关系

网络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还有助于维护信

任关系的稳定性，进而降低知识外溢、集体学习和创

新过程的风险及不确定性，确保经济主体市场效率

和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卡佩罗，2016)。因而，集聚

网络中市场和社会两方面属性相辅相成，协同提升

了企业的知识外溢效应和生产效率。而在与企业数

字化的关系方面，集聚网络通过发挥市场和社会两

方面属性的协同作用，不仅能够利用集聚效应使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间的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播，

而且可以借助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增强企业利用数字

技术获取、整合和利用各类知识及信息资源的能力，

并保障集聚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的有效发挥，从而

强化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从这个意义上

说，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集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网

络外部性增强了企业生产率优势，同时集聚网络也

通过发挥市场和社会两方面属性的协同作用强化了

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二者在企业生产率

提升中存在明显的交互影响效应。基于集聚网络视

角探讨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不仅能够深

入理解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空间集聚形态变化，揭

示数字化驱动下知识转移的内在机制，而且有助于

刻画数字化转型中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耦合协同

的内在逻辑，从而为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及企业生产

率提升新优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依据。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

的文献多采用基于既有研究结论进行逻辑推演的方

式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且在重要

机制的分析中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导致特定

条件下各类研究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莫衷一

是。此外，已有研究更多考虑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自身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的作用，并未注意到数字化

转型给企业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格局产生的深刻影

响以及这种空间组织形态变化可能给企业数字化战

略带来的调节效应。本文聚焦空间网络互动和知识

外溢机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构建

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

析框架，推导分析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通过提升

企业间空间互动频率，进而发挥知识外溢效应(包括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

响的传导机制，以及二者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

协同作用机制，从而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相

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综合利用

200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年报文本数

据、上市企业微观地理信息数据、董事在其他企业兼

任董事数据以及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等多套数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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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综合视角探讨了二者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

字化背景下，企业间仍需在一定空间网络范围内保

持频繁地相互作用以获取知识外溢和递增收益；该

范围内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均显著促进了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且二者在推进生产率提升中具有明显

的协同效应和相互强化作用。样本期内，知识学习

网络的发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和金融危

机冲击均有效提升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协同促进作用，从而体现了数字化转型

和集聚网络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中的韧性和稳定

性。本文研究对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

互渗透与融合，打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新优

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多数研究侧重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

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不同，本文从集聚网络视角切

入，揭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空间集聚形态变化以

及知识转移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效应的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与已有研究多基于

逻辑推演方式进行理论机制分析不同，本文结合社

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企业集聚网络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探讨企业数字

化和集聚网络通过企业间的空间网络互动和知识外

溢效应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不仅为

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依

据，而且从空间互动及知识外溢方面进一步拓展了

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指标测算方

面，本文使用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地理信息数据以

及董事是否在其他企业兼任董事的信息、专利被引

数据测算企业集聚网络指标，并使用上市制造业企

业年报文本数据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为数字化转

型效应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微观量化依据；最后，

现有文献在探讨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外溢

效应时并未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知识外溢的内在逻

辑，本文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从专业化知识外溢和

多样化知识外溢两个方面拓展了知识外溢机制的维

度，更为细致地识别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二、相关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

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

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陈晓

红等，202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是数字技

术的应用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中发挥关

键作用(史丹，2022)。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搜索

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提

升企业对信息等数据要素的获取、处理、整合及应用

能力(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江小涓、靳景，2022)，
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创新风险，强化企业间的相

互作用及知识外溢(田秀娟、李睿，2022)，提高企业生

产效率。首先，数字环境下的信息搜索成本更低，有

助于扩大搜索的潜在范围和质量(张，2018)；其次，数

字产品能够以零成本复制，从而使数字产品或数字

技术使用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蔡莉等，2019)；
其三，数字商品和信息的运输成本接近于零，深刻改

变了地理距离在经济个体空间互动中的作用①(刘向

东等，2019)；其四，数字技术使追踪任何一个经济个

体的行为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

对称，促进个性化和一对一市场的建立(兰布雷希

特、米斯拉，2017)；最后，数字技术使身份验证变得

更加容易，数字验证可以更容易地验证数字经济中

任何个人、企业或组织的信誉和可信度，有助于形成

彼此信任、相互联系的稳定关系网络(伊科诺米季

斯、耶齐奥尔斯基，2017)。由数字经济的以上特征

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强化了经济个体间信息获取、

传输和使用的便利性(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
提升了经济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和协同效率，并

促进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

传统的集聚经济理论强调面对面知识交流在经

济个体间信息传输、技术外溢及企业创新中的重要

作用(卡塔利尼，2018)，因而与具有较长距离的经济

个体相比，知识交流和学习效应更容易在较短距离

的经济个体间产生(罗森塔尔、斯特兰奇，2020)。密

集的集聚环境有助于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和不确定

性、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经济个体之间的接触

速度和频率(巴科洛德等，2023)。经济个体间每一次

新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不仅提供了知识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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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而且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关系，形成了根植

于这一集聚的空间组织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

会关系网络将集聚环境中的不同个体紧密联系起

来，在相互合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行为规范和

价值观(卡斯特尔诺沃等，2020)，有助于维护彼此的

忠诚和信任关系，阻止和规避生产经营中的机会主

义行为，确保经济主体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地域

性集聚的企业网络从两个方面共同提升了知识传播

速度和企业间学习效率：一是通过市场关系进行正

式的知识交流，空间邻近性是企业间建立密切市场

联系并产生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二是通过社会关

系网络进行的非正式知识交流，关系邻近性或网络

外部性是这种网络关系建立及推动知识有效转移的

制度安排(特拉诺斯，2020)。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非

正式制度又促进了市场效率和集聚效应的有效发

挥，从而使企业集聚组织兼具市场和社会双重属性

(卡佩罗，2016)，形成企业集聚网络。可见，空间邻近

性和网络外部性加强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协同效率，

而集聚网络中经济主体间频繁的相互作用则是这种

协同效率产生的重要机制。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在加强

经济个体间相互作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均发

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

会不会替代企业集聚，而在分散环境下实现企业间

的高频率互动呢？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

现尽管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企业克服时空距离，便利

地获取知识及信息，从而对地理距离和空间集聚具

有一定替代作用，但从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有用性、知

识的属性特征及企业所处集聚网络位置等方面来

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多地

表现为协同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首先，从信息或知识的有用性来看，企业数字化

和集聚网络在获取有用信息方面具有协同性或互补

效应。数字化转型虽然能够使企业以较高效率获得

大量信息和知识，并可以利用智能化技术对信息进

行筛选、甄别(尹振东等，2022)，但事先若未对信息来

源或拥有有用信息的对象进行有目的性的筛选，则

会使大量无用信息充斥，带来较大的信息甄选成本

(包括相关设备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而集聚网络中

的企业与周边企业之间天然地存在密切业务往来，

并通过投入产出关联、技术外溢、网络关系等集聚机

制联系在一起(罗森塔尔、斯特兰奇，2020)。处于集

聚网络中的企业无需通过繁琐的筛选过程，便可从

相互关联的企业中便捷地获取有用信息和知识，从

而提升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可见，集聚网络保

障了企业的有用信息来源，从而强化企业数字化的

信息获取能力；而处于集聚网络中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也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间的关联效应，从而提升

有用信息和知识的传输效率。

其次，从知识的属性来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

络在隐性知识传播和面对面互动中具有互补性。知

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是能够被

编码、复制，并以正式、系统的方法(如规则和程序)进
行明确传达和转移的知识(阿布巴卡尔等，2019)。由

于显性知识多是标准化的专业性知识，且易于以明

确的形式来表达，因而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克服地

理限制进行长距离传播(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
葛、刘，2022)。而隐性知识是内含于知识学习者自

身、通过经验学习的知识，其特点是难以表达、形式

化和交流(秦等，2021)②。这类知识是一种高度语境

化、多样化和复杂化、难以编码甚至无法编码的知识

(奥利维拉等，2022)，只能通过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来

获得，无法通过信息或数字技术进行常规化和远距

离传播(马莱茨基，2021)。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

识普遍被认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福尔曼、范·泽布罗克，2019；普列切罗、格里利

克，2023)，因而即使在数字化环境下，企业也需要集

聚在一起，以获得更多面对面交流和隐性知识的机

会，提升自身创新水平和竞争优势。此外，数字化转

型在提高显性知识传输效率、提升信息交流和相互

作用频率的同时，也会导致跨空间传输信息和知识

(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成本增加，从而增加了地理集聚

和面对面沟通的相对重要性。数字化作用下，经济

个体间高频率的信息传输，不仅导致信息的数量、种

类和复杂性在随之增加，而且也使得处理这些复杂

事务所需的隐性知识数量在不断提升。由于隐性知

识传递本质上需要面对面接触，因而长距离信息传

输所涉及的机会成本将随着所产生信息的数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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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复杂性增加而不断提高(戈坎等，2019)。这就需

要进行短距离的面对面接触以降低不断增加的沟通

成本，提高隐性知识转移效率。这种现象的例子在

国际商业银行业务中比较常见，比如许多新型金融

产品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供需双方要进行繁复的面对

面谈判才能够保证其得到有效供应(科恩，1998)。戈

坎等(2019)指出，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了深刻变

革，但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来传播知识是不完整和

不充分的，空间分离的个体之间仍需要面对面接触

以获得更多潜在的隐性知识。可见，企业数字化转

型并未使地理距离的作用消失(巴蒂斯顿等，2017)，
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布局的地理集中趋势和集聚

经济效应、网络效应的发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

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2)。
最后，从企业所处集聚网络位置来看，企业数字

化和集聚网络在推动企业获取网络优越位置、提升

信息传输和知识交流密度及强度方面具有互补性。

一方面，处于集聚网络中的企业数字化进程不仅有

助于提升其所处网络节点与周边企业信息交换的广

度、频率和强度，强化面对面沟通和集聚效应，还能

够通过信息追踪和数字验证功能提升其与周边个体

间的信誉和可信度(戈德法布、塔克尔，2019)，增强集

聚网络的稳定性和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数字环

境下企业在集聚网络中所处位置差异也会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产生影响。集聚网络是

企业与其他企业及不同行为者之间在相互作用基础

上形成的关系网络系统，反映了企业传播、交换各类

数据、信息和技术，以及与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其他互

补组织间进行合作的能力。企业集群中较高的集聚

网络发展水平能够使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下游企

业或客户间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关系协同性，进而

建立起稳定的市场和合作关系(贝尔索·马丁内斯

等，2020)。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互动过程中的信

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升数据、信息等资源的获

取、整合及利用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外部不利冲

击，减少与创新相关的不确定性(哈金斯、汤普森，

2014；马可·拉贾拉等，2022)，有效推进数字技术的

研发、应用和推广，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外

溢效应。可见，在企业数字化水平既定情况下，具有

较高集聚网络发展水平的企业在数据资源获取、整

合和有效利用，以及数字技术研发推广方面将更具

优势。

综合而言，数字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完全

替代空间集聚在企业间相互作用、面对面交流和知

识外溢中的作用，二者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生产

率提升中相互强化、互为补充。数字化转型强化了

企业的集聚经济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而集聚网络则

加快了数字技术传播、推广和应用，提升了数字化转

型中企业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及处理能力。将二者

割裂开来的独立研究必然忽视某些重要的协同影响

机制，无助于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和企业的转型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数字

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均重点阐

述了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杨慧梅、江璐，

2021；赵宸宇等，2021；特拉诺斯等，2021；涂心语、严

晓玲，2022)，并未注意到企业所在空间组织形态或

空间格局变化对其数字化转型效应带来的影响，也

未基于统一框架、在理论和实证上对企业数字化和

集聚网络的协同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探讨。本文拟通

过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将企业数字

化和集聚网络纳入统一框架，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

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上市

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及其协同效应，以期对现

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

三、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将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基础

上，构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通过

影响企业间相互作用强度和知识外溢，进而作用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

供依据。

(一)理论分析框架

1.企业生产方面

由于数字环境下隐性知识转移仍需要在既定空

间范围内进行，因而我们假设一定空间范围R内分

布有N家企业，每个企业均可从与其他企业的互动

中获益。经济系统中代表性企业 i使用技术(或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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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Ai和劳动力 li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yi=Aili (1)
其中，yi为企业生产的产品产量③。企业生产技

术水平依赖于其获取、掌握知识的能力。企业拥有

的知识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知识学习和生产过程，另

一方面则来源于其周边企业的知识外溢 (葛、刘，

2022)。经验和好的想法可以通过企业及个人间的

互动和沟通在企业间传播，这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

企业生产过程、提升要素生产率，而且有助于降低单

位成本，使企业获得规模报酬和递增收益(普列切

罗、格里利克，2023)。空间知识外溢既可以是来自

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间的专业化外溢，也可以是

不同行业企业间的多样化外溢。专业化知识外溢反

映了同一行业内研究人员、企业家及高技能人才相

互作用而产生的知识外溢和学习过程，即知识在致

力于解决类似或具有较高相关性问题的企业或个人

间的溢出(格拉泽等，1992)，这类知识往往是易于编

码、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多样化知识外溢则是

企业通过与其他行业互动来获得多样化、互补性知

识的过程，有助于扩大企业获取知识的种类和广度

(张，2018)。多样化知识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不易编

码，因而更需企业或个体间频繁地互动来促进其实

现有效传播和外溢。知识溢出的存在能够克服单个

企业下的规模报酬递减问题，使企业生产率在与其

他企业空间互动中得到提升。以S表示企业从外部

获取的知识外溢，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进一步表

示为：

A i =A 0 S η
i (2)

其中，A0代表除空间知识外溢效应外，企业从其

他途径获取的技术；η为空间知识外溢的产出弹性，

是经济系统中决定知识外溢重要性的关键参数，且

0＜η＜1。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空间

知识外溢水平与经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密切相

关。企业间接触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意味着企业在一

定时间段内与越来越多的其他企业或个人产生空间

互动，因而有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来提升自身创新

水平和生产率(麦肯，2007；戴维斯、丁格尔，2019)。
除空间互动程度外，企业获得的知识外溢水平还取

决于企业对于知识的接收能力(葛、刘，2022)。新知

识接受者使用现有知识所需具备的能力，不仅包括

其对知识的认知能力，也包括为学习新知识而产生

的成本的承担能力(克什班迪、杰尊玛丹津，2022)。
发展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能力识别、甄选有用知识，

也越有意愿学习新的知识，并有能力承担为学习新

知识而产生的成本，从而对知识外溢具有更高的接

收水平。因而，以企业发展水平 yi(企业产出)表征企

业在每次相互作用中能够接收的最大知识量，以 fi表
示既定空间范围内企业 i与周边企业的空间互动频

率(程度)，则空间知识外溢Si可表示为：

Si=fiyi (3)
将式(2)、式(3)代入式(1)并整理得到：

yi = A 11-η
0 f η1 -η

i l 11 - η
i (4)

式(4)反映了考虑知识外溢效应的企业生产函

数。进一步结合式(4)和式(1)，企业 i的全要素生产率

或生产技术可表示为：

Ai = A 11-η
0 f η1 -η

i l η1 -η
i (5)

式(5)捕获了企业生产率提升中企业间空间互动

带来的递增收益，其作用程度η/(1-η)随知识外溢在

经济中重要性(η)的提升而不断提高。企业通过高

频率的空间互动，不仅提升了其获取外部知识、先

进经验和技术方法的便利性，还有助于其改进生产

工艺、促进新产品研发和快速迭代升级，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

2.需求方面

经济系统中企业 i与周边企业 j分别位于空间中

的不同位置，二者产生的相互作用程度或频率(fi)及
其从空间互动中获得的收益，取决于企业在社会关

系网络中的位置(sij)、与周边企业间社会关系的强度

(θi)以及相对于周边企业的空间可达性(mi)。与处于

地理中心位置的企业一样，位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心

位置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空间互动水平。本部分模型

主要考察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企业数字

化决定的社会关系强度及企业到周边企业空间可达

性如何共同决定了企业在空间中的均衡互动水平，

进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根据刘等(2014)的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可由一系

列节点(企业)N=｛1，…，n｝，n≥2，以及节点间的一组

链接或直接联系组成。节点间的这些连接 gij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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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企业从空间互动中获得的收益。具体而言，我们

以邻接矩阵G=[gij]表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直接连接，

且定义当且仅当 gij=1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企业 i与
企业 j具有直接关联关系，反之则 gij=0。不失一般

性，我们假定 gij=gji=1，且 gii=0。因而，G为对角线为0
的对称方阵④。

假设消费者(或企业 i员工)从最终商品 y及其与

他人的互动中获得效用。消费者效用以可转移效用

函数来表示，即：

Ui(fi，f-i，gij)=yi+ui(fi，f-i，gij) (6)
其中，f- i为除企业 i外其他企业的空间互动向

量，ui(fi，f-i，gij)为企业间相互作用的亚效用函数。式(6)
显示，消费者效用在取决于商品量 y的同时，还决定

于企业 i与周边企业的相互作用频率 fi、周边其他企

业的空间互动频率 f-i，以及企业 i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与其他企业的关联情况 gij。假设每一次的空间互动

都会产生一次相互作用或知识交流，那么企业间知

识交流的总量便取决于相互作用的总次数或频率。

借用根据刘等(2014)对效用函数的设置方法，我们假

设亚效用函数ui可表示为线性二次函数形式：

ui(fi，f-i，gij)=ϕfi- 12 f 2
i +∑n

j= 1 θigijfi fj (7)
其中，ϕ为参数，且ϕ＞0。θi为企业 i与周边企

业的网络关联强度，或者企业 i与周边企业每次相互

作用传递的信息量。式(7)显示，企业 i中员工(消费

者)的效用不仅决定于自身企业的空间互动水平 fi，
而且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其直接连接(gij=1)的
企业 j的空间互动程度 fj。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

应用，企业获取、利用和传输信息能力会大幅提升，

其在与周边企业每次互动中传递的信息量也势必会

不断增加，因而社会网络关联强度θ是企业数字化的

增函数。以κ表示企业数字化水平，则企业 i与周边

企业的社会网络关联强度可由下式表示：

θi=aκiλ (8)
式(8)中，a为参数，反映了除数字化水平外，其他

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关联强度的因素；λ为企业数字化

水平对网络关联强度的影响弹性。若 z表示每次相

互作用过程中信息传递路径的长度，则在数字化水

平既定情况下，较长的信息传递路径具有较小的 θ，

而对于较短的传递路径则赋予较大的 θ。在社会关

系网络矩阵中，信息传递路径越长，意味着 gij的幂级

数越高，因而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企业 i到企业 j传递

路径长度为 z的路径数可表示为 g z
ij 。该路径长度

下，企业 i到 j传递的信息量为θz
i gz

ij 由此，将所有长度

下的路径进行加总，可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企业 i到
企业 j所传递的知识或信息总量为：

wij=∑zθz
i gz

ij (9)
为获取隐性知识，企业必须克服一定地理距离

与其他企业进行面对面互动，并从这种互动中获得

收益。若 I为企业 i员工总收入，ω为其工资水平，τ为
企业从互动中获得的单位信息的边际收益⑤，则有：

Ii=ωi+τmiθi fi (10)
其中，mi为企业 i对周边企业的空间可达性。式

(10)意味着，员工总收入水平是工资收入和其从空间

互动中所获收益之和，且空间可达性水平越高，则企

业在相互作用中的交通成本便越低，就越有助于在

空间互动中获得更多收益。令E表示企业规模、d为
企业间的距离，则企业 i到周边企业的空间可达性mi

可表示为：

mi=∑n
j= 1

Ej
dij

(11)
式(11)中，企业规模越大，则企业拥有的知识存

量或信息量便越大，其对周边企业就越有吸引力；企

业间距离越远，则企业克服交通成本进行面对面交

流，进而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难度就越大。假设消费

者用于商品y的总支出与其总收入相等，且总收入以

最终商品来计价，则有 Ii=yi。将式(10)替换式(6)中的

yi，并结合式(7)可得：

Ui(fi，f-i，gij)=ωi+φifi- 12 f 2
i +∑n

j= 1 θigijfi fj (12)
其中，φi=ϕ+τmiθi。由式(12)可知，2Ui /f 2

i =-1，
因而消费者效用是空间互动频率 fi的凹函数。同时，

由于
∂2Ui∂fi∂fj =θi∑n

j = 1 gij＞0，因而企业 i与周边企业 j的
空间互动频率具有互补性，周边企业空间互动程度

会随当地企业空间互动频率的提升而提高。

3.模型求解与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方程

在给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其他企业空间互

动频率情况下，将式(12)对 fi求导，并令一阶导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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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可得到效用最大化情况下企业 i的最优空间互

动频率 fi*。
fi*=φi+∑n

j= 1θigijfj* (13)
由式(13)可知，企业 i的最优空间互动频率是社

会关系网络中与其直接连接的其他企业空间互动频

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3)写为矩阵形式，则有 f=φ+
θGf。其中，f和φ分别 fi和φi的(n×1)向量矩阵。求解

以上矩阵方程可得到：

f*=[I-θG]-1φ (14)
其中，I为单位矩阵。进一步将式(9)写为矩阵形

式，得到W=∑z θzGz，其中，Gz为矩阵G的 z次幂。将

W的幂级数进行扩展，可以进一步得到：

W=I+θG+θ2G2+θ3G3+…… (15)
在式(15)两端同乘以θG得到：

θGW=θG+θ2G2+θ3G3+θ4G4+…… (16)
式(15)减去式(16)可得到W-θGW=I。进而有：

W=[I-θG]-1 (17)
结合式(14)和式(17)有 f*=Wφ，进一步将其写为

一般形式，得到：

fi*=∑n
j= 1 wijφi=∑n

j= 1∑+∞
z= 0 θiz gzij φi (18)

式(18)中∑n
j=1∑+∞

z= 0 θiz gzij 衡量了企业从社会关系

网络中获得的信息或知识总量，是企业在社会关系

网络中位置的重要体现(巴列斯特尔等，2006)，记 si=
∑n

j= 1∑+∞
z= 0 θiz gzij。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si越

优越，其在获取信息方面就越有优势，获得的信息或

知识量就越大。结合式(8)，si可进一步表示为：

si=∑n
j= 1∑+∞

z= 0 azκizλgzij (19)
由式(19)可得

∂si∂κi
=zλ∑n

j= 1∑+∞
z= 0 azκizλ-1gzij＞0。这

意味着，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加强其与

周边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关联强度，从而提升其在社

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

将式(18)中的φi替换为ϕ+τmiθi，得到：

fi*=∑n
j= 1∑+∞

z= 0 θiz gzij (ϕ+τmiθi)=si(ϕ+τmiθi) (20)
由式(20)可知，

∂f *
i∂si
=ϕ+τmiθi＞0，∂f *

i∂mi
=τsiθi＞0，

∂f *
i∂θi
=τsimi＞0，因而均衡状态下企业 i与周边企业的

空间互动频率随企业 i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地位的提

升、企业 i对周边企业空间可达性的提高以及企业 i
社会关系网络关联强度(或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

而增加。将式(11)代入式(20)，进一步整理得到：

fi*=ϕsi+θτi
æ

è
ç

ö

ø
÷si∑n

j = 1
Ej
dij

(21)

式(21)中，空间可达性∑n
j=1

Ej
dij

体现了企业 i与其

周边其他企业间的空间分布关系，其值越大代表企

业 i与周边企业间的联系更为密切，集聚效应就更为

明显；si为企业 i在企业集群中所处的网络位置，其值

越大代表与其他企业相比，企业 i在识别潜在市场机

会、获取信息、知识和数据资源方面更具优势。本文

将 si与∑n
j=1

Ej
dij

合并为一起，并将 si∑n
j = 1

Ej
dij

定义为企业

集聚网络，不仅体现了企业间在地理空间中的邻近

性，更体现了特定区域内不同企业相互关联而产生

的关系邻近性。企业之间的这些相互作用和关系同

时包含了市场力量作用下的集聚关联效应以及非市

场的社会关系。企业所在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越明

显，代表着企业更多地依据市场效率而选择最优区

位(师博、沈坤荣，2013)，其与周边企业在劳动力供

求、投入产出关联及技术互动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

因而该企业从周边企业获取各类信息、知识就越便

利、越充分。与此同时，集群中企业间的密切联系和

不断的相互作用，还能够使企业间建立起稳定的社

会关系(马可·拉贾拉等，2022)。这些社会关系相互

交织构成了一种被集群内企业普遍认同的关系网

络。企业拥有优越的社会关系网络位置(si较大)，一
方面可以使其获得较多外部知识、信息资源和社会

资本，增加企业创新的战略性资源拥有量，并使企业

通过整合和有效利用外部数据资源准确预测市场发

展趋势，减少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

有助于企业降低产品研发、创新中的信息不对称，提

高企业决策质量和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更有助

于吸引企业向邻近社会关系网络优越位置的区位集

聚。而处于关系网络劣势地位的企业则不具有获取

信息或知识的优势地位，其获得的集聚效应和生产

率效应也相对有限。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关系

网络因集聚效应而产生，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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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的集聚优势，形成一种正向反馈和循环因果关

系。由此，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企业集聚效应与社会

关系决定的网络外部性在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竞

争优势中产生了协同效率，合作与相互作用带来了

企业集群内企业的递增收益和区位优势。式(21)中
的 si∑n

j = 1
Ej
dij

便反映了企业集群中集聚效应和网络

外部性的这种协同作用。将式(21)代入式(5)，并令

ψi=si∑n
j = 1

Ej
dij

表示企业 i的集聚网络，则企业 i的全要

素生产率可表示为：

Ai = A 11-η
0 l η1 -η

i (ϕsi+τθiψi) η1 -η (22)
式(22)便是本文得到的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

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方程。以下本文将以

该方程为依据，从知识外溢效应以及企业数字化与

集聚网络的协同效应两个方面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

聚网络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并提出相应

的研究假设。

(二)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1.企业数字化通过强化知识外溢效应作用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频率的空间互动意味着高效率的信息传输和

各类知识的空间溢出。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特

征可知，显性知识多是易于编码的、标准化的专业化

知识，而隐性知识则主要是那些较为复杂、难以编码

的多样化知识。式(22)显示，企业数字化可通过两条路

径来增强企业间知识外溢效应，提升企业的生产率优

势。第一，由式(8)、式(20)和式(22)可知
∂Ai∂fi

∂fi∂θi

∂θi∂κi
＞0，

因而企业数字化可直接通过增强社会网络关联强度

来提升企业空间互动频率，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该条路径主要体现了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显

性知识转移频率来获得生产率优势的效应。在数字

化作用下，企业在直接传输标准的、易于编码的专业

化知识方面具有明显的便利性，因而有助于促进专

业化知识的空间外溢。

第二，由式ψi=si∑n
j = 1

Ej
dij

、式(21)和式(22)可得
∂Ai∂fi

∂fi∂ψi

∂ψi∂κi
＞0，因而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强化企业集聚网

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来提高企业空间互动频

率，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路径则主要体

现了企业数字化通过强化集聚效应和面对面接触来

获取隐性知识，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企

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精确获得关于更为稀有和先进

的知识种类的相关信息(张，2018)，并通过强化企业

间集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来推动这些隐

性的多样化知识的转移。多样化知识是各类专业化

知识的复杂组合形式。随着数字化带来的企业间信

息传输数量、知识交流范围和强度的不断提升，信息

的种类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通过空间集聚和近

距离、面对面接触来解决高度复杂问题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集聚组织中形成的稳定社

会关系网络为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和多样化知识的

有效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数字化带来的企

业或个人间的接触频率提高，不仅使得企业或个人

获取、学习各类知识的机会增加，而且知识的种类和

复杂性也在不断提升，甚至有些知识无法直接通过

文字表达或编码的方式来传播，因而势必导致企业

及个人间更多地面对面互动。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增

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有助于构建基于友好和

信任的稳定社会关系网络(麦肯，2007；贝尔索·马丁

内斯等，2020)。在这一关系网络内，企业间拥有统

一的体制规则和社会价值观，在社会邻近性和关系

邻近性共同作用下较易形成合作关系(卡佩罗、伦

齐，2018)。企业间的合作和协作有助于实现要素和

资源在社会关系网络节点企业间的共用共享，从而

促进具有隐性、复杂性特征的多样化知识的有效转

移。而企业数字化带来的网络关联强度的提升及对

网络成员身份的精准验证和识别效应，则有助于规

避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企业

间信息传输、知识转移的有效推进。可见，企业数字

化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集群中企业间的集聚效应和网

络关联效应，从而赋予企业集聚以更为明显的网络

特征，有助于企业在空间互动中实现协同效率。其

次，基于统一社会规则的稳定关系网络还有助于提

高企业间相互行为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使多

样化知识的传播更为安全可靠。集聚网络中企业间

频繁的相互作用不仅会导致大量知识和信息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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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还有助于提升知识和信息的质量和安全性(特罗

佩亚诺，2001)。博世马(2005)认为，企业间频繁的互

动能够增强其组织协调和交流知识的能力，从而提

升信息的准确性，将企业生产和创新风险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穆什特拉和卡利尼奇(2020)也进一步指

出企业间空间互动频率的提升增进了彼此信息的透

明度和知识交流的准确性，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生

产、经营和创新风险。企业间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信

息质量和知识安全性的提升，为多样化隐性知识的

有效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因而企业数字化不仅能

够直接推动专业化知识的转移，而且能够通过强化

企业集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更有效地推

进多样化知识的外溢，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数字化不仅有助于推进专业化知识

外溢，而且还能够通过强化企业集聚网络的集聚效

应和网络外部性对多样化知识外溢产生更为明显的

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2.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中的协同效应

从式(22)中，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企业数字化有

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还可以发现

∂2Ai∂κi∂ψi
＞0。这意味着，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推

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具有协同效应和互补性，

不仅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强化集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

网络外部性，而且企业所处集聚网络位置越优越也会

使企业在数据资源获取、利用，以及数字技术研发应

用中更具优势，进而对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产生促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在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中具有协同效应和相互强化效应。

四、计量模型、指标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显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受到企

业数字化和企业所在集聚网络的影响，而且受到二

者协同效应的作用。本文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lnAit=β0+β1lnκit+β2lnaggnit+β3lnκit×lnaggnit+μj+μi+
νt+ξit (23)

其中，β0为常数；Ait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全要素生

产率；κit为企业 i在第 t年的数字化水平；aggnit表示企

业 i面临的集聚网络发展水平；β1～β3分别为相应变

量的弹性系数；μj、μt、vt分别为城市、企业和年份固

定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

除企业层面的数字化水平和集聚网络外，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还可能会受到其他企业和城市因素的

影响。为降低遗漏变量给计量模型估计带来的偏

误，本文进一步在式(23)的基础上纳入其他城市和企

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城

市规模(Usize)、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和创新要素

投入强度(Ip)。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

规模 (Size)、企业总资产净利率 (Roa)、股权集中度

(Top5)、资本密集度(Cap)、资产结构(Tang)等。包含各

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可进一步设定为：

lnAit=β0+β1lnκit+β2lnaggnit+β3lnκit×lnaggnit+β4lnIpjt+
β5lnUsizejt+β6lnFDIjt+β7lnSizeit+β8lnRoait+
β9lnTop5，it+β10lnCapit+β11lnTangit+μj+μi+νt+ξit

(24)
其中，β4～β11为城市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弹

性系数，各控制变量的引入机理及测度方法将在下

文详细论述。

(二)指标测度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200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

企业数据⑥。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删除了金融企

业样本、相关变量缺失较为严重的样本以及 ST、PT
及样本期间退市和资不抵债的样本，最终得到24180
个上市制造业企业观测值。上市企业原始财务数据

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企业年报数据取自

沪深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以下详细说明各变量的

测度方法。

(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A)。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是企业投入产出效率、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等

方面的综合反映。目前较常见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矩估计法、固

定效应法、前沿分析法、Olley- Pakes 法 (OP 法)、
Levinsohn-Petrin法(LP法)等。黄勃等(2022)针对以

上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本文不再赘述。本

文依据黄勃等(2022)的做法，主要采用 LP方法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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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本文还

使用固定效应法和OP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稳健性检验。

(2)企业数字化(κ)。本文基于文本挖掘的数字经

济词频方法来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本文根据吴非

等(2021)的方法，利用爬虫技术批量搜索了中国沪深

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1～2020年期间的年报文本

数据，进而借鉴洛克伦和麦克唐纳(2014)及阿西莫格

鲁等(2021)的研究，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和基

于机器学习的“词频—逆文本频率”方法测算企业数

字化水平。

首先，综合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年)》以及历年《政府工

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吴非等(2021)的研究，构建企

业智能化的中文分词特征词库⑦；其次，参考布朗和

塔克尔(2011)的方法删除年报中的停用词，并利用词

频统计法计算特征词库中的数字化关键词词频；最

后，根据洛克伦和麦克唐纳(2014)及阿西莫格鲁等

(2021)的研究，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词频—逆文本

频率”方法测算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指标(κ)。
企业数字化指标可表示为：

κit=∑k [ ]ln(hk
it + 1)× ln(Qt /qk

t + 1) (25)
其中，ln(hk

it +1)为第 k个数字化关键词在上市企

业 i第 t年的年报中的词频；Qt为第 t年上市企业年报

文本总数，qk
t 为第 t年包含第k个数字化关键词的年

报文本数量，ln(Qt /qk
t +1)便是包含第k个数字化关键

词的逆文本频率。用以上方法测算的企业数字化水

平能够有效提升第k个数字化关键词在文本分析中

的识别能力，从而降低因通用词汇过多而带来的对

数字化关键词k的低估程度。

(3)企业集聚网络(aggn)。企业集聚效应决定了

企业从关联企业空间互动中获取规模经济优势和吸

收、利用技术外溢的能力，其与社会关系网络效应在

企业生产率提升过程中具有互补性和协同作用。为

刻画集聚网络中企业集聚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的协同

机制，本文构建了以下企业集聚网络指标(aggn)，即：

aggni=si∑n
j = 1

Ej
dij

= CiRi
∑n

j = 1
Ej
dij

(26)

其中，Ej为企业就业规模；∑n
j=1

Ej
dij

是结合潜力模

型来测算的企业空间集聚水平，反映了一定距离(dij)
范围内企业 i受到的其他企业 j的集聚外部性影响。

本文以上市制造业企业地理位置的经纬度信息为依

据测算两两企业间的距离(dij)，并以10公里的空间间

隔将企业周边区域划为不同的地理圈层对企业空间

集聚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将测算的不同地理圈层内

的集聚网络指标代入计量模型进行估计，识别集聚网

络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优空间尺度。式(26)
意味着，当一个企业在空间中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

同时又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较佳位置，那么该企

业在信息传播、知识学习和创新资源利用中便会更

易于与其他企业产生协同优势。

Ci和Ri都是用来衡量企业所在社会关系网络位

置的指标。其中，Ci为一定距离范围内企业所在社

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度，反映了企业与网络中其他企

业之间的直接联系程度。其计算方法如式(27)所示。

Ci=∑j≠ igij
n - 1 (27)

其中，gij表示企业 i与企业 j之间是否存在社会

网络关系，若存在，则gij=1，否则gij=0；∑j≠igij为既定空

间范围内(下文将对该空间范围进行识别和检验)企
业 i与其他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的加总，n为该空间范

围内的企业数量。

Ri为一定距离范围内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

受到的限制性水平，而与此相反，1/Ri则表示企业在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指数。结构洞是指当两个

非直接关联的企业都连接到同一企业时在信息流中

形成的缺口。由于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将没有直

接联系的企业联系起来，并在企业联系中发挥“桥

梁”或“中介”的作用，因而与其他未处于结构洞位置

的企业相比，不仅能够从整个网络中获得更多的创

新资源和信息，而且能够促进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与

传播，并通过控制信息流为自身的技术创新和生产

率提升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在社会关系网

络中所受到的限制性水平越高，则其发挥“桥梁”或

“中介”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其结构洞指数也就越

小。根据钱锡红等(2010)的研究，Ri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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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j≠j(gij+∑i≠v，jgivgvj)2 (28)
其中，gij为企业 i与企业 j在社会网络中的直接

联系强度；∑i≠v，jgivgvj为企业 i在社会网络中通过企业v
与企业产生的所有非直接联系的总和；(gij+∑i≠v，jgivgvj)2
则表示企业 i因企业 j而在社会网络中受到的限制性

水平。企业 i在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总体限制性水平

便是该企业在社会网络中因所有其他企业而受到的

限制性水平的加总。

企业集群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是企业之间形

成的非正式的“非贸易”关系以及一系列由员工流动

和企业间学习而产生的学习网络，也可以是更正式

的在技术发展、职业和在职培训等领域形成的合作

关系(比如合作协议等)。连锁董事网络是企业社会

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组织间学习和模

仿、知识转移、信息传递和交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指出，中国80％以上的上市企

业存在连锁董事，上市企业之间已经以连锁董事为

基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系统。社会网络关

系长期稳定嵌入至企业之中，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

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严若森、华小丽，2017)。本文便

从上市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视角来测度社会关系网

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数。本文手工收集国泰安数

据库(CSMAR)中上市企业董事是否在其他企业兼任

董事的信息，分年份构建“企业—企业”网络位置关

系矩阵(若上市企业 i和 j在相应年份至少有一位共

同董事，则矩阵元素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来反映

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和基于人际沟通的学习关系。若

企业之间存在共同董事，一方面意味着两企业在人

际交往或沟通方面存在便利渠道，二者在思想、理

念、经验方面的交流频次和学习效应更甚于不具有

共同董事的企业；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二者存在某

种正式的合作关系或者具有正式合作关系的潜在可

能性，从而增强企业间的互利互信，提升网络效应和

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将构建的企业网络位置关

系矩阵与Python网络建模技术相结合，计算每个企

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数。

(4)其他控制变量。城市单位新产品劳动力投入

量(Ip)以城市非农就业与专利授权量的比值来表示

(人/项)，其中非农就业为城市单位从业人员数与个

体从业人员数之和(人)，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国家

知识产权数据库。城市规模(Usize)以城市非农人口

规模来表示(万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使用

永续盘存法来测算(万元)，年折旧率设为 5％。企业

规模(Size)用企业资产总额来衡量(万元)；总资产净利

润率(Roa)以企业利润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表示；股权

集中度(Top5)以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资

本密集度(Cap)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年平均

员工数来表示；资产结构(Tang)用固定资产净额和存

货净额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详细内容参见

《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1)⑧。
五、实证分析

(一)企业集聚网络影响的空间尺度界定

理论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在推进

生产率提升中具有协同效应，且数字化环境下，企业

空间集聚在信息传输、知识转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集聚网络释放出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依

然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为界定企业集聚网络在空

间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优影响尺度，本文以10公
里的空间间隔将企业周边区域划为不同的地理圈层

对企业空间集聚网络位置进行测算，并将不同地理

圈层内的集聚网络指标代入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在

计量模型估计之前，本文对面板模型进行了检验。

本文使用同时控制企业、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的计

量模型，并将稳健标准差聚类到企业层面，对不同

空间圈层的计量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和
图1所示。

表1和图1显示，企业所在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系数在50公里范围内均显著为正，超过

50公里后其影响效应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与周

边50公里范围内的其他企业形成的集聚网络有效提

升了企业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

入品及知识和技术的便利化水平，从而对企业生产

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超过该空间范围，集聚网

络带来的经济外部性可能不足以弥补成本的提升，

进而未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明显影响。这可能与隐性

知识传递仍需空间集聚下的面对面交流有关。进一

步从有效空间范围内集聚网络的作用效果来看，10
公里范围内企业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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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大(系数值为0.0901)，其后每隔10公里集聚网络

的作用效果基本呈现逐步降低趋势(系数值由0.0633
降低到 0.0472)；超过 50公里范围后，尽管影响系数

不再显著，但其作用效果仍呈现逐步降低趋势(图中

虚线部分)。因而，在控制数字化转型条件下，集聚

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衰减效应，

且这种衰减效应在有效空间作用边界周围呈现渐变

性特征。各方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

于提升企业获取、利用各类资源的效率，进而显著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同时也印证了企业数字化

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果的稳健性。

(二)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基准回归结果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算有效空

间范围(50公里)内的企业集聚网络，并将集聚网络以

表1 数字化转型下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尺度界定

空间距离

0＜d≤10
10＜d≤20
20＜d≤30
30＜d≤40
40＜d≤50
50＜d≤60
60＜d≤70
70＜d≤80
80＜d≤90
90＜d≤100
100＜d≤110
110＜d≤120

120＜d

lnaggn
0.0901***(24.1095)
0.0633***(15.8829)
0.0706***(15.8601)
0.0624***(15.0399)
0.0472***(5.3209)
0.0119(1.2900)
0.0086(0.8599)
0.0098(1.1809)
0.0017(0.1899)

-0.0075(-0.7900)
-0.0056(-0.5799)
-0.0074(-0.6512)
-0.0107(-0.4305)

lnκ
0.1282***(34.6998)
0.1294***(31.4812)
0.1320***(32.8196)
0.1319***(33.2603)
0.0516***(6.3233)
0.0533***(6.3880)
0.0554***(6.3200)
0.0547***(6.5018)
0.0513***(5.6293)
0.0537***(6.2702)
0.0552***(6.2387)
0.0537***(6.0193)
0.0553***(6.62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R2

0.4768
0.4217
0.4232
0.4221
0.4210
0.4214
0.4182
0.4167
0.4177
0.4180
0.4178
0.4169
0.4126

N
23631
20419
20584
20964
20957
22268
21479
21525
23631
20957
22589
21562
22376

注：表中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图1 企业集聚网络效应的空间作用边界
注：虚线表示不显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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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企业数字化交互项引入计量方程中对基准回

归结果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第(1)列报告了仅加入数字化和集聚网络两

个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集聚网络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在第(2)列中进一步加入企业数字化与集聚网络

交互项后，发现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的参数估计

依然显著为正，且企业数字化与集聚网络交互项的

参数估计依然为正，说明不仅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

络本身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而且二者在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还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

数字技术具有可编辑性、可扩展性、开放性和关联性

等特征(王海花、杜梅，2021)。企业数字化通过不断

推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加速资源的整

合、吸收与利用，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适应新环境、

强化资源共享和企业间关联以及以较低成本处理大

规模业务的能力，而且信息数量、种类和复杂性的提

升也使得企业间近距离接触更为必要，从而增强了

企业集群的技术外溢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网络效

应。而企业集聚网络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增强企业获

取、整合、调配和控制外部多元化资源的能力，强化

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以上

结论印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在第(3)～(5)列中分别

加入城市控制变量、企业控制变量以及同时控制城

市和企业变量后，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以及其交互

项的参数估计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及其交互项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依然非常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从更换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更换企

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等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分

别在2.5％和1％的水平上对样本进行两端缩尾和两

端截尾处理、使用全部上市企业数据进行估计等方

面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表2
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

网络发行版附录2)。
(四)内生性问题

为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

响，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控制计量模型的

内生性问题。在企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选择方面，

本文选取1984年城市层面的固定电话用户数(tele)作
为企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互联网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我国互联网走进大众视野

是从电话线拨号接入开始的，因此历史上固定电话

用户数较多的地区，也极大可能是互联网普及率较

高、数字经济发展得更好的地方；另一方面，随着数

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普通电话用户数量对企业发展

的影响在不断减弱，历史上的电话用户数量并不会

对当前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影响。因而，

历史上的固定电话用户数满足作为企业数字化工具

变量的要求。由于本文样本为面板数据，为避免不

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固定效应估计中被自动消

除，本文借鉴纳恩和钱(2014)的方法，使用固定电话

用户数与全国层面企业数字化均值的交互项作为工

具变量进行 2SLS估计。在集聚网络工具变量选择

方面，本文选择企业所在区位的地理中心度(Centr)⑨
以及所在城市海拔(Altitude)和平均地表坡度(Ass)作
为企业集聚网络的工具变量。根据刘修岩(2014)的
研究，地理中心度反映了一地区在地理空间中的区

位优越性。因而，处于地理中心区位的企业更易于

表2 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κ

lnaggn
lnκ×lnaggn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R2

(1)
0.0963***(9.4035)
0.1463***(11.9986)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4180
0.3334

(2)
0.1058***(2.6232)
0.1279***(6.8528)
0.0273***(5.9605)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4180
0.3342

(3)
0.0473***(4.2355)
0.1018***(5.2611)
0.0229***(4.3800)
控制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23634
0.3745

(4)
0.0512***(3.3499)
0.0580***(3.3794)
0.0181***(4.2414)
控制企业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24043
0.4016

(5)
0.0462***(2.7097)
0.0387***(5.4274)
0.0108***(5.679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3504
0.4127

注：表中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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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优的生产网络地位、广阔的产品市场和充分

的生产要素供给。地理中心度与企业集聚网络间存

在明显的相关性，但作为纯粹地理区位特征，地理中

心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此

外，企业所在城市海拔和平均地表坡度也会影响到

企业的区位选择及空间分布状态，因而与企业集聚

网络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海拔和地形坡度作为

自然地理特征，也不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必

然联系，因而也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要求。由于地

理中心度、城市海拔和平均地表坡度是不随时间变

化的自然地理变量，因而本文使用这三类地理变量

与全国层面企业集聚网络均值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表3中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

估计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结果。结果发现，第

(1)～(3)列检验第一阶段每个回归中识别不足的

Sanderson-Windmeijer(SW)chi-squared检验的伴随概

率均在1％水平上强烈拒绝原假设，即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检验弱工具变量的

SW F检验的伴随概率也在 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因而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4)列中Kleibergen-
Paap(KP)rk LM检验进一步在1％水平上拒绝了工具

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CDW)F
的值远大于 Stock-Yogo弱识别检验在 5％水平上的

临界值 13.95，故而也进一步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

题；Hansen检验亦接受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原

假设。可见，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是合理有效

的。表 3第(4)列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后，企业

数字化、集聚网络及其协同效应依然有助于提升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此外，选用工具变量时需要检验工具变量的排

他性问题，即工具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作用渠道的

唯一性问题。首先，本文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半简化

式回归，将所有工具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基准回

归模型中进行估计。表3第(5)列中工具变量的系数

均不显著，从而排除了工具变量通过其他遗漏变量

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性。其次，在未引

入控制变量的前提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表3 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2SLS估计结果

变量

lntele
Centr

Altitude
Ass

lntele×Centr
lntele×Altitude

lntele×Ass
lnκ

lnaggn
lnκ×lnaggn
控制变量

SW chi-squared test
SW F test
KP rk LM
CDW F

Hansen test
城市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R2

第一阶段回归
(1)
lnκ

0.5478***(2.6722)

控制
245.4300[0.0000]
48.3100[0.0000]

Yes
Yes
Yes

21632
0.1402

(2)
lnagen

0.5208***(12.3302)
-0.3501**(-2.3504)
-0.5468***(-3.3512)

控制
175.1600[0.0000]
34.4800[0.0000]

Yes
Yes
Yes

21632
0.1411

(3)
lnκ×lnaggn

1.5793***(3.7348)
-3.3998**(-2.4040)
-5.1525***(-3.2878)

控制
255.1200[0.0000]
50.2200[0.0000]

Yes
Yes
Yes

21632
0.1269

第二阶段回归
(4)
lnA

0.7553***(9.0200)
0.1485***(3.9294)
0.3279***(4.0441)

控制

51.1220[0.0000]
37.0900

0.1653[0.4907]
Yes
Yes
Yes

21632
0.1028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检验
(5)

半简化式回归
0.0041(1.3530)
0.0071(1.1698)

-0.0384(-1.1577)
-0.0019(-0.3385)

控制

Yes
Yes
Yes

23512
0.1193

(6)
2SLS估计

0.0742***(5.1300)
0.7609***(3.2018)
0.2879***(4.7904)

未控制

62.0850[0.0000]
42.8520

0.1073[0.6052]
Yes
Yes
Yes

22288
0.0964

注：表中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方括号中为相应统计
量的伴随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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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然后通过对比表3第(6)列和第(4)列结果，检验

控制变量引入前后回归结果的变化情况。结果显

示，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的参数估计在引入控制变

量前后几乎未产生明显变化，从而排除了工具变量

通过控制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可能性。可见，本文证

明了各工具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渠道的唯

一性，从而实现了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

六、机制检验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企业数字化提升了彼

此信息传播、整合及利用的便利性和协同性，而且集

聚网络的形成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间知识生产、转

移的有效性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从而促进了

特定区域内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交换以及因面对面交

流而成为可能的隐性知识的传播。显性知识主要是

那些易于编码的、标准化的专业化知识，而隐性知识

则是那些较为复杂、难以编码的多样化知识。本部

分借助江艇(2022)提出的机制检验方法，通过构建同

行业企业间的专业化知识外溢和不同行业企业间的

多样化知识外溢指标，来探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

络通过知识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企业

间专业化知识外溢(SK_Spillover)可用来自50公里范

围内同一行业企业的知识外溢来表示。即：

SK_Spilloverip=∑np
j, d≤ 50km

Kjp
dij, p

(29)
其中，p表示企业所在二位码行业，Kjp为行业 p

中企业 j的研发人员数量，np为同行业内企业数量。

该指标越大，反映了企业受到来自50公里范围内同

行业企业的知识外溢效应就越强。同理，企业间多

样化知识外溢(DK_Spillover)可表示为：

DK_Spilloverip=∑V
o, o≠ p∑no

j, d≤ 50km
Kjo
dij, o

(30)
其中，o为50公里范围内除行业p外的其他行业，

V为该范围内的其他行业数量；no表示行业 o中的企

业数量。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通过知识外溢效应

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⑩。

当机制变量为专业化知识外溢时，面板固定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发展均显著

提升了企业间的专业化知识外溢水平，且二者在企

业专业化知识外溢中亦具有明显的相互强化效应和

协同效应，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依然印证了该

结果。当机制变量为多样化知识外溢时，面板固定

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均有助于

促进企业间多样化知识外溢，且二者在企业多样化

知识外溢中依然存在协同效应。在处理内生性问题

后，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多样化知识外溢的影

响效果依然非常稳健。进一步从企业数字化、集聚

网络对不同类型知识外溢的作用效果来看，企业数

字化和集聚网络发展对多样化知识外溢的作用效果

明显大于专业化知识外溢。与获取易于编码的标准

化专业知识相比，企业获取难以编码且较为隐晦的

多样化知识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企业集聚网络

中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发挥可通过强化企业间

面对面互动、提高信息安全性及提升信息获取的种

类和质量等途径，保障这些多样化知识、信息和资源

在企业间的有效转移，从而帮助企业识别和发现更

多的创新机会及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

表4 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lnκ
lnaggn

lnκ×lnaggn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Hansen test

N
R2

(1)专业化知识外溢
固定效应OLS

0.1105**(2.3626)
0.3680***(2.8436)
0.1081**(2.5207)

控制
Yes
Yes
Yes

21861
0.2542

2SLS
0.1653**(2.1682)
0.2344**(2.4000)
0.4769**(2.3036)

控制
Yes
Yes
Yes

0.2344[0.4908]
20454
0.3126

(2)多样化知识外溢
固定效应OLS

0.3906***(6.3400)
0.7910*(1.8034)

0.5611***(6.4487)
控制
Yes
Yes
Yes

21861
0.4586

2SLS
0.3581***(6.5799)
0.5462***(3.9392)
0.6016***(6.2900)

控制
Yes
Yes
Yes

0.2841[0.4517]
20454
0.1759

注：表中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方括号中为相应统计
量的伴随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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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集聚网络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则可以帮助企

业以更低的成本与功能多样化的主体相连接，促进

其与多样化主体间的互动和学习，从而扩大企业获

取信息及其他资源的种类和范围，使企业拥有更多

的互补性知识和多样化的资源。随着知识数量、种

类和复杂性不断增加，企业处理这些复杂资源所需

的隐性知识数量亦不断累积，进一步需要企业利用

集聚网络加强与其他企业的集聚与合作来实现隐性

知识的转移。集聚网络有效弥补和克服了企业在获

取多样化知识和资源过程中数字技术对隐性知识传

播的困境，数字化转型则通过提升企业对隐性知识

的潜在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

部性。与专业化知识外溢相比，集聚网络和数字化

转型在推进多样化知识、进而隐性知识转移中更具

协同性，影响效果也更为明显。因而企业数字化不

仅能够推进专业化知识外溢，而且通过强化企业集

聚网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对多样化知识外溢

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有效推动了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本文研究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印证。

七、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企业间知识学习网络的进一步分析

董事兼任行为构成的连锁董事网络作为企业社

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强化

企业数字化的数据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而且其产

生的网络效应也在企业生产率提升中与集聚效应产

生了协同作用。但连锁董事网络更多体现的是企业

从人事关联中产生的信息共享和学习效应，无法完

全体现企业在知识学习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

产生的网络效应。本部分进一步使用上市企业专利

被引数据来构建企业间知识学习网络，对式(26)的集

聚网络指标进行扩展，探讨由知识学习网络嵌入的

企业集聚效应和数字化转型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对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Google Patent的专利被引用信息进行整理，以企

业授权专利被引用信息来构建企业之间的关系矩阵，

以此反映企业间的知识学习网络关系。若企业间授

权的专利在某年份存在被引用状况(包括单向被引和

双向被引)则矩阵元素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利用

由企业专利被引信息构建的网络位置关系矩阵与

Python网络建模技术，可计算每个企业在知识学习

关系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数，同时结合

式(26)，便可进一步得到基于知识学习网络的集聚网

络指标(Laggn)。表 5第(1)～(2)列报告了知识学习网

络下，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依

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且

表5 基于知识学习网络、金融危机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lnκ
lnaggn

lnκ×lnaggn
lnLaggn

lnκ×lnLaggn
EC

lnκ×EC
lnaggn×EC

lnκ×lnaggn×EC
lnκ×Crisis

lnaggn×Crisis
lnκ×lnaggn×Crisis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R2

基于企业间知识学习网络的分析
(1)

0.0771***(13.7099)

0.1799***(25.4182)

控制
Yes
Yes
Yes

21682
0.4044

(2)
0.0658***(13.1597)

0.1637***(18.9499)
0.0542**(2.5100)

控制
Yes
Yes
Yes

21682
0.4045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的影响
(3)

0.0432**(2.0995)
0.1697**(2.4500)
0.0806*(1.6898)

0.0951**(2.3899)
0.0782***(4.1335)
D.0216***(3.1101)

控制
Yes
Yes
Yes

23504
0.4040

(4)
0.0199*(1.7799)

0.1383***(5.5907)
0.0521**(2.1002)

0.0670*(1.8200)
0.0637***(3.4901)
0.0982**(2.2814)
0.1147***(4.3312)

控制
Yes
Yes
Yes

23504
0.4125

外部危机冲击的影响
(5)

0.0479**(2.4299)
0.1588***(5.1504)
0.0672**(2.0700)

0.0543***(6.3304)
0.1668***(4.3803)

控制
Yes
Yes
Yes

23504
0.4039

(6)
0.0169**(2.2998)
0.0917**(2.3400)
0.0452*(1.9092)

0.0550***(5.4674)
0.1210**(5.0792)
0.0669**(2.1398)

控制
Yes
Yes
Yes

23504
0.4065

注：表中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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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网络与企业数字化的交互项亦显著为正，说明

在企业生产率提升过程中，不仅企业间的知识学习

网络外部性与集聚效应产生了明显协同作用，而且

这种协同作用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数字化的生产率

提升效应。处在知识学习网络优越位置的企业，在

获取信息、新知识方面更有优势，也更容易在企业数

字化和集聚效应的协同作用下提高自身对知识的甄

别、吸收、利用和再生产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有用

知识的积累水平、产生递增收益，持续推动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

(二)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的进一步

分析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

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方式及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模

式，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推动电子商务

的繁荣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于 2009
年正式批复深圳为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后

续又分别于2011年、2014年和2017年批复了3批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覆盖包含所有直辖市、省会城

市及部分地级市在内的共70个城市。本部分通过在

计量模型中加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虚拟变

量及其与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交互项，探讨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在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影响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调节作用效果。其中，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以 EC表示，

EC=1表示城市开展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

EC=0则表示城市未进行国际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

点。表 5第(3)列中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EC)
分别与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均

显著为正，同时第(4)列中三者交互项的系数也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提升了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且进一步强化

了集聚企业间社会关系和生产网络的稳定性，增强

了集聚区内数字技术、集聚效应与社会网络效应在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协同性。

(三)基于外部危机冲击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降低信息传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

促进知识外溢是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推动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部分将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作为外部风险冲击，在计量模型中分别引入

金融危机虚拟变量与企业数字化、集聚网络的交互

项，探讨在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数字化和集聚

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关于金融危机虚

拟变量(Crisis)，本文将 2008年之前年份定义为 0，表
示未发生金融危机；将2008年及之后年份定义为1，
表示已经发生金融危机。表5第(5)列中金融危机虚

拟变量与企业数字化交互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意味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数字化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

挥。这可能因为企业数字化作为企业提高生产率、

节省生产成本的重要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被逐渐推广和应用。因

而，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弱化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对企

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数字

技术支撑，形成助推企业发展的数字经济新优势。

金融危机与集聚网络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间“抱团取暖”的趋

势，企业集聚网络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第(6)列中金融危机虚拟变

量、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三者交互项的系数依然

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危机后，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

发展之间依然具有协同效应，且这种协同性与金融

危机之前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因而金融危

机通过倒逼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技术与企业集

聚网络间的融合和联动，使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

更具自生能力和发展韧性。

(四)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将上市制造业企业按照行业类型

分为高技术行业和非技术行业，按照所有制类型分

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类，考察企业数

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差异。

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高科技行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强于非高科技行业；对私营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协同效

应，但对外资企业未产生明显协同作用；企业数字化

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集聚网络的

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数字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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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效应，但该影响效果小于私营企业(详细内容参见

《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3)。
八、结论和启示

强化企业集聚网络，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

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对于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2001～2020年沪深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

据，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有效空间作用边界为50公里，该范围内企业

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

用和相互强化效应，不仅企业数字化增强了集聚网

络的集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而且集聚网络发展也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整合、利用外

部资源的能力，从而共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外溢效应是企业数字化

和集聚网络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且

多样化知识外溢效应的作用强于专业化知识外溢；

企业间知识学习网络的发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试点和金融危机冲击均有效强化了企业数字化和

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此外，企业

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

主要存在于高科技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中。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

一，企业数字化和集聚网络均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且二者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具有协同

效应，因而企业在促进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发展战略，增强数字

技术引进、研发力度，提升数字技术在企业各部门的

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

营销等活动中的融合和渗透，打造企业发展数字经

济新优势，提升企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能力；另一方

面，则要借助数字技术加强与周边关联企业间的交

流和联系，依托当地集聚网络提升企业集聚效应和

从当地生产网络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形成集聚优

势、网络优势和数字经济优势的协同效应。其二，稳

定、可靠的集聚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递增收

益，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依托，因而企业在

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要积极融入当地生

产网络，与周边企业建立起稳定的市场联系和社会

网络关系。一要依据市场效率原则选择与自身发展

阶段、生产技术、市场特征、产业发展环境相吻合的

区位进行布局，从而与周边企业建立起彼此关联、交

易效率高且产业链稳定的企业集群，充分利用和发

挥企业集聚效应获得生产经营中的递增收益，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二要依托企业集群构建稳定的社会

关系网络，并强化与本地集聚网络间的融合与联动，

提升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使企业在与当

地集聚网络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提升获取、整合及利

用外部信息和资源的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自

身高质量发展水平。

注释：

①这里的“经济个体”主要指的是企业和个人。

②即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

③假定企业生产的产品均用于最终消费，则此处的 y与
式(6)中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数量一致。

④为便于分析，此情况下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无向网络。

其实，该模型还可以扩展为非对称的有向网络，即矩阵G中的

元素gij反映了实际的关联关系。

⑤便于分析，我们假设所有企业拥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其

从空间互动中获得的收益差异取决于其获得的信息量。因

而，在学习能力既定情况下，所有企业从每次空间互动中获得

的边际收益相等。

⑥本文将样本集中于“制造业”企业，一是契合国家着力

发展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策取

向；二是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具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和保障，能

够满足大样本企业面板回归的要求，有助于提高估计的精度

和准确性。

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汇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大

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 5个方

面，同时每个大类词库下又有众多细分词汇，详情请参考吴非

等(2021)。
⑧限于篇幅，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见《管理世界》网络发

行版附录1。
⑨企业层面的地理中心度可表示为Centr=n

j= 1( )1/dij 。

⑩表 4中同时列出了面板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

估计的结果，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中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表 3
一致。

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戈德法布 (Goldfarb)；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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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Tucker)；罗森塔尔 (Rosenthal)；斯特兰奇 (Strange)；卡佩罗

(Capello)；卡塔利尼(Catalini)；巴科洛德(Bacolod)；张(Zhang)；兰
布雷希特 (Lambrecht)；米斯拉 (Misra)；伊科诺米季斯 (Econo⁃
mides)；耶齐奥尔斯基(Jeziorski)；福尔曼(Forman)；范·泽布罗克

(van Zeebroeck)；卡斯特尔诺沃(Castelnovo)；特拉诺斯(Tranos)；
阿布巴卡尔 (Abubakar)；葛 (Ge)；刘 (Liu)；秦 (Chin)；奥利维拉

(Oliveira)；马莱茨基 (Malecki)；普列切罗 (Plechero)；格里利克

(Grillitsch)；戈坎(Gokan)；科恩(Cohen)；巴蒂斯顿(Battiston)；贝
尔索·马丁内斯 (Belso-Martinez)；哈金斯 (Huggins)；汤普森

(Thompson)；马可·拉贾拉(Marco-Lajara)；格拉泽(Glaeser)；麦
肯(McCann)；戴维斯(Davis)；丁格尔(Dingel)；克什班迪(Naqsh⁃
bandi)；杰尊玛丹津(Jasimuddin)；巴列斯特尔(Ballester)；伦齐

(Lenzi)；特罗佩亚诺 (Tropeano)；博世马 (Boschma)；穆什特拉

(Muštra)；卡利尼奇 (Kalinic' )；洛克伦 (Loughran)；麦克唐纳

(McDonald)；阿西莫格鲁(Acemoglu)；布朗(Brown)；纳恩(Nunn)；
钱(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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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Effect of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Network

Han Feng Jiang Zhuqing

Abstract：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changes the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endow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more obvious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spatial economy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and then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 on TFP based on the matching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
zhen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1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spatial
boundary of the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network on TFP is 50 kilometers. Within this range, both enterprise digitali⁃
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FP, and the two also have obvious synergy and
mutual strengthening effects in promoting productivity.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are im⁃
portant mechanisms for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s to promote enterprise TFP, and the role
of diversified knowledge spillovers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spillovers. The develop⁃
ment of knowledge learning networks in clusters, national e-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y pilot and financial crisis im⁃
pact have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synergy effect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agglomera⁃
tion networks on TFP.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 on TFP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heterogeneity, depending on the industry type and ownership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not only pro⁃
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patterns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gglomeration network;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patial interaction; knowl⁃
edge spil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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